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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argued that maces/mace heads only appeared in the Chinese borderland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ir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According to this opinion, early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did not accept the usage of maces or mace heads, which were of foreign origins. This article h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maces/mace heads found 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It is clear that these artifacts all came from high- level tombs in the capital areas of sandai,

“Three Dynasties.” Occupants of these burials include vassal state rulers, their spouses, senior officials,
military leaders or other high elites. It shows that some high-level social groups of sandai adopted maces and
juxtaposed them with bronze ax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eremonial utensils in China (e.g., ritual bronzes).
These objects, all together, constituted symbols for kingship, royal power and status. This new vie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roa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words：Central Plains, Three Dynastie, Mace/Mace head, Kingship, symbol,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摘要：以往的研究认为，权杖在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只是游弋于华夏边缘，中原王朝似乎并未接受这一外来

文化特质。本文梳理了以往在河南、山西和陕西考古发现的权杖（头），发现这些权杖均出自三代时期王畿内的

高等级墓葬，其使用者包括诸侯国国君、国君夫人、高官、军事首领或高等贵族。从而证明，夏、商、周时期部

分社会高层已接纳权杖，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身份等级的

标志物。这一新认识对深化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原；三代；权杖（头）；王权；象征；东西文化交流

中原所见三代权杖（头）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101

笔者此前曾就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权杖及其来

源发表过一些粗浅看法。在论述权杖这一外来文

化特质的同时［1］，也注意到权杖在传入中国的最

初一段时间里，只是游弋在中原以外的华夏边

缘，如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西周早期出现

在陕西西部的宝鸡地区。这似乎暗示，中原王朝

对这一外来之物并未接受，甚至持有某种防范心

理［2］。

事实果真如此吗？最近，陕西渭南澄城县刘

家洼M2出土的金首铜樽权杖显然不支持上述看

法。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挖掘中

原内地以往究竟有哪些相关的考古发现？使用权

杖的又是哪些人？只有在了解了这些问题的基础

上，才能说清楚中原王朝是如何面对权杖这一外

来之物的。

下面按照时代早晚，对中原地区相关的考古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前丝绸之路东段青铜文化年代研究”（批准号：16ZDA144）的阶段性成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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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偃师二里头遗

址出土骨（牙）权杖

图二 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权杖头

1. 安阳小屯M5（86） 2-5. 洛阳北窑（M306 ∶ 1、M137 ∶ 2、M52 ∶ 15、16） 6. 宝鸡竹

园沟（M13 ∶ 163） 7. 扶风伯 墓（055） 8. 扶风（0317） 9. 曲沃天马—北赵（M63
∶ 121） 10. 侯马上马（M5218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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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做一全面梳理。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偃师二里头铸铜遗址

附近曾出土一件象牙权杖［3］。此器保存完整，杖

首为半圆蘑菇状，其下连接一小圆盘，再下为略

呈弯曲的细长杖柄，全长47厘米。（图一：1）此

器最初报道为象牙杖［4］，后在报告文集中改称象

牙簪［5］。考虑到其长度近50厘米，尽管杖柄略微

偏细，但作为簪来说还是太大了，应该是权杖。

198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半圆蘑菇状

骨器，下端凿刻榫槽，残高 5厘米［6］。此器应为

权杖的杖首部分。

1993年，在《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

这部图录中再次披露一件出自二里头遗址的权

杖。此器为骨质，其形制、结构和尺寸与前述象

牙权杖完全相同，惟杖柄笔直。此器杖头直径4.2
厘米，全长47.5厘米［7］。（图一：2）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

殷墟发掘了小屯 5号墓，在众多随葬品中，有 1
件非常不起眼的球形权杖头（编号：86），石灰

岩质地，器表打磨光滑，用蓝色彩绘三股横线条

带，将球体均等地分成上、中、下三部分。纵向

对钻一孔。器高 4.8厘米，直径 5.9厘米，孔径 2
厘米［8］。（图二：1）

1976年，在陕西省宝鸡竹园沟M13出土 1件
铜权杖头（BZM13 ∶ 163）。球形，在器腹最大

径部位铸 3枚乳状瘤突，顶和底有矮銎箍，銎孔

上下贯通。通高4.4厘米，横径4.6厘米，孔径2.2
厘米。（图二：6）此器厚重，由一块内范、两块

外范合铸而成，重 350克。发掘者初定名为“异

形兵器”，属“敲砸器”［9］。后有学者改称为“三

钉殳”［10］。

1975年，在陕西扶风法门乡庄白村伯 墓出

土 1件铜权杖头（编号：055）。主体椭圆形，器

表铸 5枚放射状尖齿，俯视呈五角星形。顶和底

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贯通。通高 6.2厘米，孔径

1.8厘米。（图二：7）此器系合范铸造，重470～
500克。发掘者初定名为“五角状殳”［11］。后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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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其归入棍棒头一类［12］。

20世纪50—70年代，在发掘河南洛阳北窑墓

地时出土数件球形铜器。其中，属西周中期的

M52出土 2件，扁球形，顶和底有矮銎箍，銎孔

上下贯通。1件 （M52 ∶ 15） 器表饰平行瓦棱

纹。高 3.5厘米，直径 4厘米，孔径 2厘米。（图

二：4）另 1件（M52 ∶ 16）器表饰弧曲斜向凸

棱纹。高 3.4 厘米，直径 4 厘米，孔径 2 厘米。

（图二：5）另在M137出土1件（M137 ∶ 2），上

部为球形，下接圆柱状骹，器表铸 3排乳钉，銎

孔上下贯通。高 3.2 厘米，球径 3.2 厘米。（图

二：3）这几件铜器均为实体，较重，可作为击

打兵器，应为权杖头。但发掘者在报告中误将这

些杖头归为车器的“輢饰”（车门或车舆转角纵

向栏杆顶部的装饰）。实际上“輢饰”在北窑墓

地也有发现，而且有些器形和尺寸与上述权杖头

非常相似，如北窑M132出有2件，上部球形，下

接长方形銎箍。M52 出土 2 件，上部为兽首造

型，下接圆柱骹。不同的是，这些“輢饰”均用

较薄的铜片制作，銎孔顶部未贯通，重量轻，不

宜用来击打。

在北窑墓地还发现一件西周中期的石权杖头

（M306 ∶ 11），石灰岩质地，銎孔上下贯通。直

径 4.6～5.1厘米，孔径 1.1～1.6厘米［13］。（图二：

2）
1977年秋，陕西扶风博物馆在召公镇废品收

购站拣选1件铜权杖头（编号：0317），俯视六角

星形，侧视近菱形，銎孔上下贯通。器表从上到

下铸 3排螺蛳状乳突，每排 6枚，计 18枚。其

中，中间一排的乳突稍大于上下两排。通高 4.5
厘米，孔径2.8厘米。重800克。（图二：8）此器

初定名为“球刺状殳”，根据器表乳突数量较多

这点被定为西周晚期［14］。实际上，其外形特征与

鄂尔多斯一带流行的铜杖头非常接近。

1993年，北京大学和山西考古研究所在曲沃

天马—北赵晋侯墓地挖掘了M62、M63和M64三
座西周晚期大墓。在M63椁室西北角有件小铜盒

（已朽），盒内放置一批精美玉器［15］。其中有件

“玉罍”（IIIM63 ∶ 121），深绿色，小口，圆腹，

器孔可见砣磨旋转的棱面，肩部饰阴线鸟纹，上

半部饰浮雕涡纹间叶纹，下部饰三角垂叶纹。高

6.2厘米，直径 6.9厘米，孔径 3.3厘米。（图二：

9）此器无底，上下贯通一孔，应为权杖头。发

掘者指出，此盒内存放玉龟、玉鹰、玉鸮、玉

牛、玉熊等与殷墟妇好墓所出同类玉器如出一

辙，其中有些应为周人早年缴获的战利品［16］。不

知是否包括这件玉权杖头在内。

20世纪60—80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挖

掘侯马上马墓地时，在M5218墓穴的东南角出土

1件“玉纺轮”（M5218 ∶ 32）。此器扁球形，玉

髓质地，棕色，器表打磨十分光滑，制作精细，

应为权杖头。直径 5厘米，高 3.1厘米，孔径 1.8
厘米［17］。（图二：10）

2017年—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澄城

县刘家洼遗址发掘两座遭严重盗掘的中字形大

墓。其中，在M2墓室左上角随葬一件权杖，杖

头系纯金铸造，扁球蘑菇状，下接圆柱状骹。杖

顶圆面饰一组独立的蟠螭纹，周边环绕一圈绹

纹。杖头其余部分满饰相互缠绕的蟠螭纹。杖头

直径 2.5厘米，高 6厘米。权杖下部铜镦长 3.5厘
米，直径 2厘米。木质杖柄已朽，据残留痕迹可

知，此权杖长140～145厘米［18］。（图三）

二

以上

是迄今为

止中原地

区考古所

见 夏 、

商、周三

代的权杖

（头），除

去二里头

遗址所出

两件出处

不 明 以

外，其余 图三 刘家洼M2随葬权杖的金杖首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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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墓中随葬品，经初步分析，这些使用权杖

（头）的墓主应该包括了以下几类人。

（一）诸侯国国君

陕西宝鸡竹园沟M13位于整座墓地的中央，

墓室面积15.375平方米，为该墓地22座墓中规格

最高、面积最大者。墓内一椁二棺，殉一妾，随

葬青铜器183件，其中铜礼器26件，规格为七鼎

三簋。墓内所出铜权杖头为该墓地唯一所见。墓

主应为西周早期 国的首领 伯［19］。

陕西澄城刘家洼 M2 全长 64 米 （含墓道）

米，深 12米。椁室长 7米，宽 5米。墓内残存各

类文物400余件。包括鼎7，簋、盘、鍑各1，编

钟、编磬各 2套，建鼓 4，陶埙 1，还有木制琴、

瑟等乐器及大量的车马器、漆器、铁器、兵器和

少量玉器。其中，墓内椁室所出建鼓的铜柱套上

刻写铭文“芮公作器”，其下叠压的铜戈上有铭

文“芮行人”。可证M2墓主系春秋时期芮国的某

一代国君［20］。

（二）国君夫人

河南安阳小屯 5号墓规模不是很大，但墓内

殉 16人、6条狗，随葬品更是多达 1928件。其

中，铜礼器就有 200余件，种类几乎囊括了殷墟

以往出土的所有门类，包括偶方彝、三联甗等罕

见的铜器精品。此外，还有精美玉器 755件。此

墓随葬的铜礼器多成双结对，其中 109件有“妇

好”铭文，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将甲骨文与金文两

个同名人物对应起来的王室大墓。据卜辞所记，

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她曾主持

一些重要的祭祀，并多次统领军队征伐羌方、工

方、巴方。商代卜辞所记用兵最多的一次即由妇

好任统帅，兵力多达一万三千人。有学者猜测此

人为商王武丁之妻，从年代看有这种可能。在这

位大人物的墓内竟然随葬一件小小的石权杖头，

很不起眼，却意味深长。

曲沃天马—北赵晋侯墓地M63是一座中字形

大墓，有南北墓道，全长35米。墓室长方形，积

石积碳，墓内一椁二棺，随葬品多达4280件，仅

玉器就有近 800件。铜礼器包括鼎 3、簋 2、壶

2，爵、觯、方彝、盘、盉、鼎形方盒、筒形器

各 1。根据与之相邻的M64出有“晋侯邦父”铭

文铜器推测，M63的墓主应系晋侯邦父的次夫

人。

（三）高级官员、军事首领或高等贵族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两件完整的骨

（牙）权杖，遗憾的是出土单位不明。鉴于这两

件器物保存完整，质地贵重 （象牙），形制相

同，而且尺寸极为接近，显然是按一定之规制作

的。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大型墓

葬，但在一些中型墓内随葬有铜礼器、玉器或其

他高规格器皿。据此不难推断，这两件权杖的主

人应为夏王朝的上层人物。

陕西扶风法门乡庄白村伯 墓的棺椁遭扰

乱，形制不明。墓内随葬铜礼器有鼎3，壶2，簋

2，爵 2，甗、饮壶、觯、盉、盘各 1，以及铜

“山”字形钺、有銎戈及权杖头等。通过对墓内

所出铜器及其他传世铜器铭文的研究，可知 系

录国（非姬姓诸侯国）国君，穆王之世曾仕于西

周王室，并参与伯雍父征伐淮夷的战争［21］。伯

墓现身于扶风，可见王畿之内有他的采邑，身

份不低。

河南洛阳北窑墓地随葬权杖头的墓均遭盗

掘，仅残余少量兵器、车器或其他小件器物，墓

主身份已不可考。

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5218是一座大型铜礼器

墓，墓内一棺一椁，随葬品 400余件。其中，铜

礼器 17件。包括鼎 5，鬲、簠、豆、壶、鉴各

2，甗、盘各1，铜编镈2组13件，还有兵器、车

马器、玉石器、骨器、陶器、漆器、铜器小件

等［22］。此墓随葬5鼎，墓主应为晋国大夫一级的

高等官员。

有意味的是，上述权杖（头）的出土地点集

中在夏、商、周三代的王畿之地，而且均出自高

等级墓葬，权杖的拥有者包括王侯、高官、军事

首领或高等贵族一类。这表明中原王朝三代时期

的社会高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权杖这一外来

器物，并将权杖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

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等级身份的

重要标志物。（图四）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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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中原地区，至今不见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

的权杖（头）。反之，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

年代更早的权杖（头）均发现在中国的大西北和

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23］。其中，西北地区的

重要发现有如下一些。

1923 年 ， 瑞 典 地 质 学 家 安 特 生 （J. G.
Andersson）在洮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在广通县

（今广河） 一老者手中购得 1 件权杖头 （编号

K1632）。此器为白色大理石质地，扁球形，器表

打磨，纵向钻孔。（图五：1）据安特生记录，这

件器物被定为石球，出售者告知出自广河县瓦罐

嘴遗址，出土时放在墓主手边［24］。瓦罐嘴遗址属

于半山文化。

20世纪70年代，甘肃广河县博物馆征集3件
石权杖头［25］。其中，2件近球形（图五：2，3），

1件椭圆形。（图五：4）据称全都出自广河县齐

家坪遗址，该遗址系齐家文化的命名地。

2009年以来，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发掘

出土有石质、铜质权杖头。其中，石权杖头为球

形（断裂），器表打磨光滑，纵向穿孔。铜杖头

呈梯形柱状，器表铸有三股条带突棱［26］。（图

五：5）该遗址属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年代

为公元前 2千纪前半叶。另在该遗址还出有一件

铸造铜杖头的石范，可证此类器是在当地铸造

的［27］。

1979年，甘肃省博物

馆在河西走廊的玉门镇发

掘了火烧沟墓地，清理四

坝 文 化 墓 葬 313 座 。 其

中，在M310出土 1件铜权

杖 头 ［28］（76YHM310 ∶

7）。此器为卵圆形，纵向

贯穿一孔。杖头顶部沿銎

孔一周有微微凸起的窄

箍，最大径处嵌铸了 4枚

长有螺旋盘曲大角的羊头

圆雕，造型写实。杖头底部收缩成圆柱銎箍，有

凹凸弦纹。（图五：6） 近年整理玉门火烧沟墓

地的发掘资料得知，该墓地有 10余座墓随葬石

权杖头，多为球形、扁球形，器表细致打磨。

（图五：7） 四坝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950
年至前1550年［29］。

新疆境内发现的杖头数量很多，主要集中在

天山南北两侧，以青铜时代最为集中。2002年，

在若羌县小河墓地清理 1934年瑞典学者贝格曼

（Bergman）根据向导奥尔德克口述的那座“木房

子”时，出土 1件白色大理石权杖头，此器球

形，器表打磨光滑［30］。（图五：8）据贝格曼的记

录，奥尔德克曾在这座“木房子”内挖出一具老

年女性尸骨［31］。此次挖掘证实，这座所谓的“木

房子”实际上是小河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

（BM28）。此杖头也是该墓地出土的唯一一件，年

代上限为公元前2000年。

在新疆北部的昌吉县博物馆收藏一批权杖

头。其中，在英格堡遗址征集 1件，汉白玉质

地，器表黄褐色，球形，最大腹径处雕凿 5枚乳

状瘤突，器表打磨光滑。（图五：9）
2007年，在乌鲁木齐市南郊板房沟乡萨恩萨

依 沟 口 墓 地 第 45 号 墓 出 土 1 件 铜 权 杖 头

（07WSM45 ∶ 1）。蘑菇状，上部为扁圆“蘑菇

头”，下接圆柱銎箍。（图五：10）发掘者认为，

此墓所出素面灰陶罐接近阿勒泰的切木尔切克文

化风格，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 1800年至前 1500
年，属青铜时代早期［32］。

竹

园

沟

M13
青铜礼器

小

屯

M5
青铜礼器

图四 商周时期随葬青铜礼器、斧钺和权杖的高等级墓葬举例

90



二○
二○
年
第
一
期
（
总
第2

1
1

期
）

文
物
研
究

四

再向西进入中亚地区。这里最早的权杖出现

在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3500年至前 3000年前

后）。1903年—1905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

庞培里 （R.Pumpelly） 在土库曼斯坦挖掘安诺

（Anau）遗址时出土一批石权杖头。其中，在第

二文化层出土一件球形（编号：NK191），单面钻

孔。（图六：3）在南土丘C文化层出土一件梨形

（编号：SK156），属 III-IV段。（图六：4）同一

层位还出有一件球形，底

部带矮圈足台座 （编号：

SK132），属 III 段。（图

六：5） 在上文化层出土

的一件为亚腰圆柱状，似

钟形 （编号：SK67），属

IV段。（图六：6）安诺遗

址从中文化层开始进入铜

石并用时代［33］。

在土库曼斯坦的纳马

兹加 （Намазга） 遗址也

出有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

石权杖头，扁球形 （图

六：1，2），年代为公元

前3000年前后［34］。

在塔吉克斯坦的萨拉

兹姆 （Sarazm） 遗址出土

一批石杖头，分为扁球形

（图六：7） 和球形 （图

六：8） 两种，器表打磨

光滑，单面钻孔。年代为

公元前 4 千纪至前 3 千

纪，属红铜时代［35］。

土库曼斯坦的松巴尔

（Sumbar） 墓地不少墓内

随葬石权杖头，除去球形

（图六：9，11）以外，多

见底部加带矮圈足底座的

扁球形 （图六：10）、球形 （图六：12） 和梨

形。（图六：13）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 14世纪

至前11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研究表明，此

类遗存系伊朗埃兰文化影响的产物［36］。

年代更早的权杖主要集中在近东地区。1961
年 ， 以 色 列 考 古 学 家 佩 萨 · 巴 尔 — 阿 东

（Pessah Bar-Adon）率领一支考古队在死海西岸

一高耸的峡谷内发现了纳哈尔—米什马尔

（Nahal Mishmar）洞穴，洞内窖藏了429件铜器和

象牙器。其中，铜权杖头和铜权杖的数量就有近

400件［37］。绝大多数杖头为球形和梨形，有的在

图五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权杖头

1. 广河瓦罐嘴 2-4. 广河齐家坪 5. 张掖西城驿 6-7. 玉门火烧沟 8. 若羌小河墓

地 9. 昌吉英格堡 10. 乌鲁木齐萨恩萨依沟口墓地

洮
河
流
域

河
西
走
廊

新

疆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六 中亚地区红铜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权杖头

1、2. 纳马兹加遗址 3-6. 安诺遗址 7、8. 萨拉兹姆遗址 9-13. 松巴尔遗址

1 2

3

9

10 117 8 12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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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还加铸有乳状瘤突或刺状钉

头，少量铸有野山羊、大角羚羊

等动物圆雕。（图七）经碳十四检

测，此窖藏的年代为公元前 4000
年前后，属铜石并用时代［38］。

新石器时代的权杖 （头） 可

以 土 耳 其 著 名 的 恰 塔 尔 休 于

（Çatal hüyük）遗址为代表。该遗

址出土杖头较多，造型多为球形，

个别椭圆形，器表打磨光滑，单面

钻孔。（图八：1-6）年代为公元前

7000年至前6000年，属于有陶新石

器时代［39］。

土耳其中南部的尼代省（Ni
de Province） Çiftlik附近一处新石

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权杖头为灰

色大理石质地，质地较粗，球

形，器表打磨，单面钻孔 （图

八：7），年代为公元前 6400年至

前6000年［40］。

在 土 耳 其 南 部 乾 — 哈 桑

（Can hasan） 遗址的 2B 层出土 1
件红铜权杖头。球形，纵贯一

孔。考古学家最初将其定在铜石

并用时代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

后经测年，为公元前 5750 年至

前 5500年［41］，属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

用金属铸造的权杖头。（图八：8）
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权杖和杖

头均出自近东地区，包括安纳托

利亚、两河流域和黎凡特南部，

年代可早到距今一万年以前。以

土耳其中南部的哈兰—切米丘

（Hallan Çemi Tepesi） 遗址为例。

该址出土的石权杖头为扁圆形，器表经打磨处

理 。（图 九 ： 1， 2） 属 前 陶 新 石 器 A 阶 段

（PPNA），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9500 年至前 8800
年。该遗址还发现有连体式短柄石权杖，杖头雕

成兽首状［42］。（图九：3）
在土耳其的科尔提克丘（körtik tepe）也出有

前陶新石器A阶段的石权杖头，扁圆形，器表经

打磨（图九：4-6），年代为公元前9500～前8500

图七 以色列纳哈尔-米什马尔洞穴窖藏的铜权杖 （头）（引自Michael

Sebbane，2014年）

图八 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权杖头

1-6. 恰塔尔休于遗址 7. Çiftlik遗址 8. 乾—哈桑遗址

图九 近东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权杖和权杖头

1-3. 哈兰—切米丘 4-6. 科尔提克丘 7. 科尔提克丘M4

1 2 4

3 5 6 7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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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该遗址的M4，随葬的权杖头被放在墓主的

胸口处［43］。（图九：7）

五

追根溯源，早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无陶新石器

时代，近东地区的先民率先创造出权杖这一文化

特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权杖逐渐扩散到近东

的周边地区，相继传入欧洲、北非和高加索地

区。距今6000年前后，进入全新世气候大暖期的

最佳时期，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由此

造成了人口压力。与此同时，随着铜石并用时代

的到来，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社会复杂化进程

加快，特别是对特殊资源的控制加剧了社会冲突

和族群的迁徙，进而推动了不同区域文化交互进

程的加快。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权杖向东传入

中亚南部的河谷绿洲，并继续向北、西北流动，

相继进入哈萨克大草原、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西北

地区，公元前 2千纪前半叶，进入黄河中游的中

原腹地。（图一〇）

权杖为近东地区先民首创的文化特质，自西

而东，从安纳托利亚最终传入中国，并被夏、

商、周三代的社会高层所接纳，在权力政治的语

境下，这一文化特质的传播与大麦、小麦、山

羊、绵羊、牛、马等生活资料的引入有着不同的

价值和意义，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将是早期东西

文化交流的新课题。

后记：承蒙陕西省考古院副院长种建荣先生

同意，本文使用了陕西澄城县刘家洼遗址M2出

土金权杖头照片，在此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种

建荣先生表示感谢！

［1］ Li Shuicheng （2002）， The Mace- head： An Important

Evidence of the Early interac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commemoration of Completion of the Hyrayama Silk Roads
Fellowships Programme UNESC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ilk Roads 2002, Pp. 157-60.

［2］［23］李水城. 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

义 ［C］//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20-25.

［3］许宏先生转告。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考古精华：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M］. 北京：科学出

版社，1993.

［5］杜金鹏，许宏主编.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5.

km
图一〇 权杖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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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982年秋河

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 ［J］. 考古，1985

（12）.

［7］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 早期中国

——中华文明起源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60.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墟妇好墓［M］. 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0：203，图版一七二；另见：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 妇好墓玉器

［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110.

［9］［19］卢连成，胡智生. 宝鸡 国墓地［M］. 北京：文物

出版社，1988.

［10］［14］罗西章编著. 扶风县文物志［M］. 西安：陕西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3：118-120.

［11］ 罗西章等. 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 诸器 ［J］. 文物，

1976 （6）；另见：罗西章编著. 扶风县文物志［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18-120.

［12］安志敏. 西周的两件异形铜兵——略论商周与我国北方

青铜文明的联系［C］//文物集刊（2）. 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0：151-158.

［13］洛阳文物工作队. 洛阳北窑西周墓［M］. 北京：文物

出版社，1999.

［15］此铜盒即先秦时期存放珍贵玉器的“椟”。

［16］［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天马曲

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J］. 文物，1994

（8）.

［17］［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 上马墓地［J］. 北京：文

物出版社，1994：164.

［18］ 种建荣，孙战伟，石磊. 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

［M］//2018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9：86-90.

［21］ 罗西章等. 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 诸器 ［J］. 文物，

1976（6）.

［24］ Andersson, J. G. （1943）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MFEA. No. 15, p. 124, pl, 70:7,
Stockholm. 安特生曾在广河瓦罐嘴遗址发掘半山时期

墓葬，可证该址应属半山文化。

［25］ 感谢王辉先生提供资料。另据广河县唐士乾先生告

知，这三件权杖头现藏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

［26］陈国科，王辉，杨宜时. 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遗址考

古调查发现主要收获［N］. 中国文物报，2018-7-27

（7）.

［27］陈国科，王辉，李延祥，张良仁，杨月光. 甘肃张掖市

西城驿遗址［J］. 考古，2014（7）.

［28］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M］//文物

考古工作三十年 （1949－1979）. 北京：文物出版

社，1979：139-153.

［29］李水城. 四坝文化研究［C］//考古学文化论集（三）.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80-121.

［30］祁小山，王博主编. 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M］. 乌

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27.

［31］ 贝格曼著，王安洪译. 新疆考古记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77.

［3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疆萨恩萨依墓地［M］. 北

京：文物出版社，2013：55-56.

［33］ Schmidt, H. （1908） .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Anau and OldMerv. In Pumpelly, R. （ed.） ,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vol. 1.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 of Washington,
pp. 83-210.

［34］ Москвa, A. （1982） . Археология （Энеолит СССР）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

［35］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named after
A. Donish ot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Penjike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rve
Sarazm, SARAZM, Душанбе，2006.

［36］ Chlopin, I. N.（1986） . Jungbronzezeitliche Gräberfelder
im Sumbar-Tal, Südwest-Turkmenistan. Beck, München.

［37］ Bar-Adon, P. （1980） . The Cave of the Treasure：the finds
from the caves in Nahal Mishmar.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38］ Sebbane, M. （2014） . The Hoard from Nahal Mishmar,
and the Metalworking Industry in Israel in the
Chalcolithic Period. In：Sebbane, M., Misch-Brandl, O.
and Master, D. M. （eds） . Masters of Fire：Copper Age
Art from Isra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14-137.
Moorey, P. R. S. （1988） . The Chalcolithic hoard from
Nahal Mishmar, Israel, in context. World Archaeology 20
（2）：171-189.

［39］ 图片来自Badisches Landesmuseum Karlsruhe. （2007） .
Vor 12. 000 Jahren in Anatolien-die ältesten Monumente

der Menschheit. Stuttgart：Thesis.

［40］ BIÇAKÇI, E. （2001） . Tepecik-Çiftlik Höyüğü （Niğde）
Kazısı Işığında Orta Anadolu Tarihöncesi Kültürleri ile
İlgili Yeni Bir Değerlendirme. TUBA-AR, 4（1）：26-41 .

［41］ Steadman, S. R., & McMahonm, G. （eds.） . （2011）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Anatolia：（10000- 323
BC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2］ Rosenberg, M.（1999） . Hallan Çemi Tepesi：Some Further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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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纵横————————————————

早期中国“龙”形象的发展演变

毛洪东 王灵光 孙 艳

说“庭燎” 苏 浩

洪秀全是如何死的？

周楞伽遗作 周允中整理

东 西 风————————————————

最早到达美国的中国人行踪之谜 裘伟廷

民间文化————————————————

绍兴人写的“贺岁书” 肖伊绯

古人对狮子的崇拜 李学朴

巩义市小关镇的乡规民约碑 张庚辰

民间习俗————————————————

壶关地区的“祭星”习俗 郭炳亮

正月初五习俗：“送穷”“迎财神” 卢 焱

寻根扫描————————————————

我国西瓜的起源问题 赵 健

《坦园日记》中的长沙饮食业 尧育飞

羊头、羊肚和羊背皮的前尘往事 张 念

艺文杂谈————————————————

从《鹿城诗集》到《浣纱记》 陈 益

古书的标点 丰家骅

寻根情结————————————————

清初高士徐枋与苏州光福 李嘉球

寻根发现————————————————

泸州皇木五百年 陈鑫明

去“武”与复“武”：武乡县得名寻源

杨 朝

郑和铜钟发现始末 李丽梅

田野调查————————————————

黄三角农村婚丧习俗调查

——以山东东营杜家村为个案

杜凯月

原杰与原公镇 郭松林

序 与 跋————————————————

出版技术与经典文本的历史迁徙 耿相新

印边拾零————————————————

钟声送尽流光 林 夏

姓氏文化————————————————

太康“三岗”与宛丘符姓 安义斌

衷氏源流考 衷鑫恣

家 族 史————————————————

东光《邢氏家乘》述略 王立成

唐代张璀夫妇墓志考 刘青彬

乡土影像————————————————

过年的仪式 周 游

文化遗产————————————————

开封斗鸡 史爱君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Stratigraphy and Material Culture.
Anatolia 20： 121- 140；Rosenberg, M. and Redding, R.
W.（2000） . Hallan Çemi and early village organization in
eastern Anatolia, in I. Kuijt（ed.） Life in Neolithic farming

communities. Social organization, identity and differentiation.
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p：：39-61.

［43］ 图片来自 Badisches Landesmuseum Karlsruhe. （2007） .
Vor 12. 000 Jahren in Anatolien-die ältesten Monumente

der Menschheit. Stuttgart: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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